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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在《文学》上批评的历史语境及对其批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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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七一五”政变后，因种种原因，茅盾脱离了实际的革命斗争转向文艺战线。１９３３年《文学》创刊后，茅盾又
把目光投向文学批评方面。由于国民党当局对进步文艺进行围剿，茅盾从事文学批评的外部环境极为恶劣，在

对作家作品评论时有较多顾忌，不能畅所欲言，只能寓政治思想于文学批评之中，同时他还要反击国民党的文化

压制，对不良创作倾向和文坛风气予以抨击，这都使得茅盾在《文学》上的批评具备了与此前不同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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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刊物的发起人和幕后的实际控制者，茅盾
与１９３３年７月创刊的《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在创刊伊始，主编傅东华就把审阅全部外来投

稿及撰写作品评论的工作交由茅盾来做，为此茅盾

撰写了大量的期刊评论及作家作品评论，同时他也

对五四文学传统进行了深入反思和系统研究，在现

代文学批评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是值得我

们珍视的宝贵财富。

众所周知，茅盾的文学批评与其作为主编或编

辑的身份极其相关。无论是在上世纪２０年代主编
《小说月报》，还是３０年代编辑《文学》及主编《文艺
阵地》期间，他都需要撰写大量的文学批评以凸显

刊物的风格，引领文坛风气，指导作家创作以及对本

刊物内发表的作品进行评论以吸引读者的注意和帮

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而在《文学》期间，较为特

殊的是茅盾从事文学批评的外部环境极为恶劣，在

对作家作品评论时也较多顾忌，不能畅所欲言，往往

用隐晦的笔法写出，寓政治思想于文学批评之中；同

时他还要积极反击国民党的文化压制，对不良的创

作倾向和文坛风气坚决予以抨击。以上种种决定了

茅盾在《文学》上的批评与其他时期批评的同体异

质。本文对茅盾在《文学》上批评的背景进行说明，

以期还原茅盾撰写批评时的历史语境。作为社会生

活中的一份子，任何人都无可避免地要受到时代背

景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和约束，不可能超越当时的历

史语境而超然存在。茅盾也不例外。他在《文学》

上的批评也因受到了当时历史环境的影响而显示出

独特的面貌，对这一批评背景的了解有助于我们更

加深入地理解茅盾在《文学》上的批评。

一、“矛盾”的选择———从革命家到文学家

茅盾作为一个“矛盾”的存在，在其一生中始终

交织着从政或从文也即做革命家还是文学家的理想

冲突。茅盾是早期共产党员之一，１９２０年末就参加
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共产党成立后更是积极从事

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活动。１９２３年，在商务印书馆守
旧派的排挤下，茅盾不得不辞去《小说月报》的主

编，转到国文部去整理古籍。此后他逐渐把工作的

重心由文学转向了政治，由文学批评家向职业革命

家转变。“七一五”政变发生后，茅盾被迫转入地

下，由武汉秘密地辗转牯岭后返回上海。亲历过血

与火的洗礼，目睹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失败，同时



也看到了革命阵营内部形形色色的动摇和叛变，茅

盾一时间感到迷惘。他没有像其他共产党员那样紧

紧跟上时代的脚步，而是陷入了痛苦的“矛盾”之

中。为了避祸，茅盾隐居在上海自己的家中，闭门不

出长达十个月，此时的茅盾已经脱离了实际的革命

斗争开始转向文艺战线。他失业在家，迫于生计，只

好卖文为生，在隐居的十个月间，先后创作了三部中

篇小说———《幻灭》、《动摇》和《追求》，开始了文学

创作的生涯。

１９２８年７月茅盾东渡日本，直到１９３０年４月５
日才回到上海。据他回忆，“自从我到了日本以后，

就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而且以后党组织也没有再

来同我联系”［１］３９８。茅盾猜测党组织没有同他联系

的原因是，“大概我写了《从牯岭到东京》之后，有些

人认为我是投降资产阶级了，所以不再来找

我”［１］３９８。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一位坚定的共产

主义者，茅盾并非像一些意志薄弱的人那样面对生

命危险即抛弃了自己的信仰，他从内心里仍渴望回

归到党的群体之中。在《从牯岭到东京》一文中，除

了回应太阳社、创造社成员对《追求》、《动摇》和《幻

灭》的批评，他也对此前的经历作了简要的概述：

“我对于文学并不是那样的忠心不二。那时候，我

的职业使我接近文学，而我的内心的趣味和别的许

多朋友……则引我接近社会运动”［２］。这段话不啻

于是茅盾对自己从文还是从政、做革命家还是做文

学家内心矛盾的揭示，而这种矛盾的心理始终伴随

着他，此消彼长，相互博弈。茅盾不论作为一个革命

家还是文学家的存在，自日本回国后面临的首要问

题是如何使个人重新溶入到集体中去。当冯乃超代

表左联邀请他加入时，他马上就同意了。不过很快

他就发现左联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

连文学研究会的叶圣陶和郑振铎都被排斥在左联之

外。党内左倾主义日趋严重，左联受到左倾路线的

影响越来越政党化，陷入了盲动主义，撒传单、搞演

讲、举行飞行集会等等，不一而足。但这些做法又都

是党决定的，因此茅盾并没有反对，只是对左联的工

作采取了“自由主义”以示不满。１９３１年４月底瞿
秋白在茅盾家里避难时，茅盾向他提出恢复过组织

生活，但因瞿秋白自己正受王明路线的排挤也无能

为力，瞿秋白转而劝茅盾像鲁迅那样安心从事创作。

革命诉求的受挫，使茅盾产生了强烈的失落感，促使

他转向了文学诉求。

茅盾虽于１９３１年下半年和１９３３年下半年两
度担任左联行政书记，但都以写作或生病为由辞职，

两次加在一起也不过一年。他开始把主要精力转向

到了文学创作，进入了小说创作的丰产期。随着其

都市题材长篇巨著《子夜》于１９３３年１月２５日由开
明书店发行，以及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林家铺子》

（１９３２年７月 １５日《申报月刊》创刊号）、《春蚕》
（１９３２年１１月１日《现代》２卷１期）、《秋收》（１９３３

年４月１５日和 ５月 １５日《申报月刊》２卷第 ４、５
期）和《残冬》（１９３３年７月１日《文学》创刊号）等
一系列代表作相继问世，奠定了茅盾在现代文学史

上伟大小说家的地位。

《文学》创刊后，茅盾又把目光投向文学批评方

面，延续了《小说月报》时的传统。但与《小说月报》

时期身兼革命家和文学批评家不同的是，此时的茅

盾转而具有了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家的双重身份。他

的艺术潜能得到充分发展的同时，也迫切需要开辟

自己的言说空间。左联内部的矛盾纠葛迫使他转而

寻求与原来文学研究会成员的合作。１９３３年春节
前后，郑振铎从北平返沪后访问茅盾，谈到“现在缺

少一个‘自己’的而又能长期办下去的文艺刊物，像

当年的《小说月报》；作家们，尤其是青年作家们，写

出了作品苦无发表的地方”［１］５９８。郑振铎并非左联

成员，此处所指的“自己”显然不是指左联。在茅盾

和郑振铎两人的共同努力下，《文学》于 １９３３年 ７
月创刊。从刊物的实际情况来看，“《文学》杂志的

出版可以看作是文学研究会在 ３０年代的一种影
响”［３］。经茅盾和郑振铎共同研究确定的编委会十

位成员———鲁迅（对外界不公开）、茅盾、郑振铎、叶

圣陶、郁达夫、陈望道、胡愈之、洪深、傅东华和徐调

孚，除鲁迅、郁达夫、洪深外，其余都是文学研究会成

员，《小说月报》前后四位主编全部囊括其中，而且

《文学》的主编也一直由文学研究会成员担任。茅

盾依靠文学研究会成员作为《文学》刊物的骨干力

量，牢牢地控制住了这一文学阵地，也为《文学》抹

上了一层“灰色”，使刊物能长期创办下去，这为茅

盾重新评价和总结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及１９２８
年以来的革命文学运动提供了主要阵地。由于上世

纪３０年代仍然存在的派别之争和宗派意识显然影
响到茅盾批评的选择范围，他把主要精力集中到了

文学批评方面，对于左联内部的文艺论争则较少涉

入。在异常激烈的两个口号论争发生时，他还曾向

主编傅东华建议《文学》不要涉入。为了避免引起

不必要的麻烦，茅盾的文学批评也主要局限于对文

学研究会作家的批评和总结及对新进作家的引导和

扶持方面。文学创作的亲身经历使茅盾体会到了作

家创作的苦衷，更能自觉地站在作家的立场上批评

文学作品，侧重于从作家作品的角度条分细缕，少做

理论上凌空蹈虚般的阐发。他在《文学》上展开的

文学批评，相比于同时期的文学批评家，“其特点是

结合文艺运动与创作实践从事理论建设与批评，较

少作纯理论的探讨”［４］。黄源回顾茅盾在《文学》上

的批评时也说过，“茅盾对革命文学运动的指导，不

尚空谈，而根据作品，观察文艺的动向，指明方向，指

点它的优缺点，加以指导的”［５］。

二、茅盾在《文学》上批评的文化情境

１９３０年经过“中原大战”，军阀混战的局面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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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国民党开始集中力量对付红军。为了配合对

红色政权展开的军事围剿，国民党当局对进步文艺

同时进行围剿。为了压制左翼文学，１９３０年颁布实
施了《新出图书呈缴规程》、《新闻法》和《出版法》

等，规定书刊在创刊发行前必须接受审查登记，批准

后方可出版。国民党当局还重点打击了与左翼联系

紧密的出版机构。１９３０年上海现代书局被查封，
１９３１年又查封了北新、群众、东群等书店，许多进步
刊物也被同期查封，以致于造成大量刊物的创刊号

就是终刊号。到１９３２年底，左翼刊物在上海已经所
剩无几。同时国民党还逮捕、绑架甚至暗杀进步人

士和左翼作家。１９３１年 ２月，左联五位成员李伟
森、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被枪决。国民党制造白

色恐怖，收紧文网，致使左翼文学日益萎缩，文章发

表数量急剧下降，左翼文学受到极大地打击。

１９３２年，商务印书馆在“一·二八”事变中遭日
军轰炸，《小说月报》停刊，左联机关刊物《萌芽》、

《文学导报》、《文学月报》、《北斗》等也先后被查

禁，而“在一九三三年左联的文艺刊物，要公开地、

长期地出版，已是不大可能了”［５］。左联自己办的刊

物无法出版，也就意味着“左联的理论家和作家的

作品，在当时没有阵地可以发表”［５］，因而左联急需

一个像《小说月报》那样居于文坛中心地位且能长

期存在的大型文学刊物。面对国民党残酷的文化压

制，左联在瞿秋白、鲁迅和茅盾等人的领导下，及时

调整了斗争策略，“由‘左联’成员各自向中间地带

开拓阵地，团结可以团结的进步力量，共同开展革命

文化工作，用以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围

剿’”［６］。茅盾寻求合作的中间力量正是原文学研

究会成员，茅盾和郑振铎都感到有必要立即创办一

份新的大型文学杂志。但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虽然

《文学》编委会成员大多数是“文学研究会”成员且

历任主编全为文学研究会成员，但茅盾既是文学研

究会成员又是左联成员，鲁迅是公开的左联成员，胡

愈之、陈望道都是支持左联的，这就使得《文学》处

于左联和文学研究会两种合力的制约和平衡之中，

因此带有一定的中间色彩。《文学》是左翼作家和

进步作家联合创办的刊物，虽然“不属‘左联’领导，

表面上它是个‘商业性’的刊物，实际上是左翼作

家、进步作家驰骋的阵地”［１］５９７。为了使刊物能长期

办下去，茅盾认为自己是被戴上红帽子的，不适合出

任主编，而此时郑振铎又远在北平任教，两人商议让

傅东华担任主编。之所以选择傅东华，一方面傅东

华曾是文学研究会成员，彼此十分熟悉，而且他暗地

里倾向左翼，茅盾和郑振铎都抓得住他；另一方面在

政治上他属中间派，且原来有“轮盘赌”的习惯，其

兄又是江苏省教育厅长，由他出任主编可以为《文

学》加上保护色。在郑振铎的动员下，傅东华答应

下来。事实证明茅盾采取的这一编辑策略是卓有成

效的。虽然从一开始《文学》就显露出了明显的左

倾倾向，发表了很多左联作家的文章，引起了国民党

文化特务的注意，但正如黄源所说，“国民党知道，

傅东华和我，都既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左联成员，

对付《文学》不能像对付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和《文

学月报》那样采取封闭及禁止发行的手段。因而

《文学》能办下去，而且左翼作家们和五四以来的一

些老作家、名作家，也就能在同一个刊物上并肩战

斗，这不仅使读者的范围扩大了，革命的影响也扩大

了，使国民党反动派在文化战线上的‘围剿’终于一

败涂地。”［５］

１９３３年，国民党文化“围剿”日甚一日，１１月１２
日捣毁了艺华影片公司，１３日良友图书公司的大玻
璃窗被砸……１２月上旬的一天，傅东华听到消息，
《文学》月刊将被查禁，后改为从第２卷起，每期稿
子都要经过审查员检查通过后方能付印，且必须署

上主编人姓名。从第２卷起，就由傅东华实际负责，
茅盾退入幕后。《文学》虽然得以继续出版，但国民

党却利用审查办法滥施淫威，对第２卷第１号也即
新年号的稿子大抽大砍，“保留下来的只有老舍的

《铁牛和病鸭》、洪深的电影剧本《劫后桃花》”和茅

盾“用惕若的笔名写的评论《清华周刊的文学创作

专号》”［１］６２９。这对茅盾在《文学》上的批评也产生了

影响，最直接地表现就是期刊评论的增多和开始对

翻译问题的研究探讨。期刊评论方面，此前只有

《几种纯文艺的刊物》（１卷 ３号）一篇，其后则大量
出现，计有：《〈清华周刊〉文艺创作专号》（２卷 １
号）、《〈文学季刊〉创刊号》（２卷 ２号）、《小品文半
月刊〈人间世〉》（３卷 １号）、《〈文学季刊〉第二期
内的创作》（３卷１号）、《小市民文艺读物的歧路》
（３卷２号）、《两本新刊的文艺杂志》（３卷３号）、
《〈东流〉及其他》（３卷 ４号）、《〈水星〉及其他》（３
卷６号）、《几本儿童杂志》（４卷３号）、《奢侈的消
闲的文艺刊物》（４卷３号）、《杂志“潮”里的浪花》
（４卷 ５号）等。翻译评论方面，茅盾自２卷３号的
《郭译〈战争与和平〉》起，先后有《又一篇账单》（２
卷３号）、《“媒婆”与“处女”》（２卷３号）、《直译·
顺译·歪译》（２卷３号）、《翻译的直接与间接》（３
卷２号）、《关于〈士敏士〉》（３卷２号）、《对于“翻译
年”的希望》（４卷２号）、《“翻译”和“批评”翻译》
（４卷３号）、《读〈小妇人〉———对于翻译方法的商
榷》（５卷３号）等九篇。

茅盾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还曾指出：“对于那些

没有版税收入的年轻的新进作家，辛辛苦苦写出一

篇东西，却被检查老爷任意抽掉了，却意味着要勒紧

几天裤带！既要革命，又要吃饭，逼得大家开动脑

筋，对抗敌人的文化‘围剿’，于是有各种办法想了

出来：化名写文章；纷纷出版新刊物（一九三四年故

有‘杂志年’之称）；探讨学术问题；展开大众语、拉

丁化问题的讨论；再就是翻译介绍外国文学。《译

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和气氛下创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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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１］６４４－６４５。从茅盾的这段话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

当时刊物创办下去的重要性和勉力维持的艰难处

境。国民党文化压制的“‘特别国情’不许有新鲜的

大鱼大肉供给他们（指读者），几家老厨房搬来搬去

只是些腐鱼臭肉，几家新厨房偶然摆出点新鲜货来，

就会弄得不能做生意”，再加上“好销的书不好出，

好出的书不好销，于是只剩下‘杂志’一条路还可捞

几个现钱，———虽然利息之薄，无可讳言”［７］。面对

国民党的文化压制，茅盾和郑振铎、傅东华急谋对

策，因为国民党的乱抽乱砍使得他们忙于应付的同

时，更急迫的是“多数作者是等着稿费买米下锅的，

这样下去将马上影响到他们的生活，需要想一万全

之策，避开这三斧头，化被动为主动”［１］６３０。三人研

究决定从２卷３号起连出四期专号（翻译专号、创作
专号、弱小民族文学专号和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以

避开国民党的文网，使刊物能接着办下去。另外，值

得我们注意的是，透过茅盾的回忆，我们可以更深入

地了解当时文艺论争的实质：大众语论战、文字拉丁

化、翻译问题及其他学术问题的讨论等诚如茅盾所

说主要是出于一种斗争策略的考虑，既可以打破国

民党的文化封锁，又可以借论争吸引众多读者的关

注进而扩大发行量，使左翼作家既能“革命”，又能

“吃饭”。茅盾撰写的这方面的批评大多言辞上不

那么激烈，往往带着商榷的口气，以求“妥善地解决

内部纠纷”，进而“以机动灵活的战术与反动派作斗

争”［８］。如在《小市民文艺读物的歧路》一文中，茅

盾指出，《小说月刊》主编梁得所主张提供专给小市

民吃的点心，只要有益卫生也无妨，在目今也是需要

的，但他告诫无论如何不能端出消闲品，还应当适时

地给小市民一些刺激，在点心中加一点辣椒。另如

在《文学》１卷５号上所作的《木刻连环图画故事》
乃针对赵家璧主编的良友版《木刻连环图画故事》

系列画册而发，虽然指名道姓地对赵家璧进行了严

厉的批评，但也对赵家璧欲借麦绥莱勒木刻连环图

画故事进行“艺术大众化”尝试的用意表示赞成，相

信“搬到中国来”的麦绥莱勒作品“也许可以给中国

连环图画的将来一条有生命的路！”［９］赵家璧也认为

“茅盾的文章指事不指人”，“看似一种论争，真正的

用意是在对我进行一种善意的劝告”［１０］２６。直到茅

盾逝世五年后，赵家璧还衷心感谢茅盾当年对他

“这个爱好文学的青年编辑一番支持培养的恩

情”［１０］２４。但茅盾参与“文学遗产论战”、“小品文论

战”所撰写的批评则显露出了锐利的锋芒，更具战

斗性。文学遗产问题的讨论与反击国民党发动的

“文言复兴运动”有关，茅盾和鲁迅并肩作战，给予

迎头痛击。仅在第３卷中，茅盾就撰写了《再谈文
学遗产》、《“文学遗产”与“洋八股”》、《对于“文言

复兴运动”的估价》、《所谓“历史问题”》、《不算浪

费》和《一律恕不再奉陪》等六篇论文。茅盾参与

“小品文论战”是对林语堂倡导的小品文“专论苍蝇

之微”［１１］表示不满，抨击软性读物带有的“低级趣

味”。在当时文化语境的催逼之下，文坛上产生了

两种文学家：“一种是自命风雅的人，觉得政治是龌

龊的，做生意是卑鄙的，……于是笑傲风月，寄感遣

愁”；另一种“知道你不管政治，政治却要管你；他们

知道在万般商品化的社会里，文学也有商品化的危

险，而且已在逐渐商品化了；……他们要做文艺家，

正因为关心着政治的腐败，社会的混乱，以及文学商

品化的危险”［１２］。林语堂、周作人等幽默或小品文

的倡导者都逐渐朝着茅盾所预测的方向发展，越来

越远离现实斗争，相反倒是文坛上的新进青年作家

更多地倾向于后者。

总而言之，无论是茅盾自身身份的转换还是当

时的文化语境，都使得茅盾在《文学》上的批评具备

了与此前不同的特征：少了一分铺张扬厉，多了一分

沉稳坚实；少了一分横绝果敢，多了一分多谋善断。

正是在这样的“矛盾”纠葛中才最终铸就了茅盾文

学批评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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